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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時代的歐洲漢語課本
高田時雄*

前 言

自16世紀末天主教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傳教,根據來自當地的報告,歐洲

逐漸瞭解了中國的情況,對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等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同

時中國的書籍開始進口,各地都在試著解讀記録漢語的“象形文字”。德國的

門澤 爾 (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米 勒 (Andreas Müller,1630—

1694)、巴耶(GottliebSiegfriedBayer,1694—1738)、法國的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等留下的有關漢語的著作,直接或間接地利用了傳教

士提供的材料,其歷史意義暫且不談,實際上均未脫離初步的階段①。這些可

以説是解讀時代的産物,是個别的學者個人鑽研的結果。當然這個時代還談

不上漢語教育之類的問題。
歐洲興起真正的漢學是在19世紀初葉,1814年法蘭西學院(Collègede

France)設置中國語言文學的講座,任命雷慕沙(AbelRémusat,1788—1832)
爲教授是其轉折點。雷慕沙的門下出了以儒蓮爲代表的幾位漢學家,不久漢

學(Sinologie)就大爲發展,乃至被稱爲法國的學問。當時與雷慕沙平分秋色

的巨星克拉普羅特(JuliusHeinrichKlaproth,1783—1835)自1816年以後流

寓巴黎,不斷與雷慕沙合作也是出現這種形勢的重要因素。總之這個時代漢

語的教育在歐洲大地上是勉强開始進行了。然而當時並無現成的教科書,因
此必然需要準備一些可供學生使用的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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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文精選》的出版

在這個時期爲滿足對漢語課本的需要而出版的是克拉普羅特所編的《漢
文精選》(Chrestomathiechinoise)。該書是200餘頁的四開本,1833年由亞洲

學會(SociétéAsiatique)出版②。巴黎以外尚在倫敦、聖彼得堡、維也納等歐洲

主要國家的首都設置特約書店進行銷售,由此可見是考慮了全歐洲的漢語學

習者的需要。實際上德國和俄國相繼出現有關書評,本書的出版在國外也引

起了反響③。前言出於克拉普羅特之手,簡潔地記敘了出版的背景與教材的選

擇標準,茲引用如下:
歐洲缺乏已經印刷而容易買到的課本,是影響漢語的研究使其至今

未能更加廣泛進行的主要障礙。現在亞洲學會即將出版《精選》,是爲了

消除這種不便。本書是幾年前由已故的莫里尼·德·梅尼(Molinierdel
Maynis)氏著手編輯的,他當時在法蘭西學院聽過雷慕沙(AbelRémusat)
氏的漢語課。莫里尼氏將《太上感應篇》、《真臘風土記》以及馬禮遜

(RobertMorrison)的馬太福音最初15章的漢譯原文交給印刷廠進行石

印。這三篇從印刷質量上看稍欠優美,但還是保留了前兩篇。至於最後

一篇只能割愛了,因爲考慮到該篇並非中國人的著作而出於外國人之手,
無論是語言方面還是文體的精練程度都不如中國人的作品,收入漢語的

文章選集是不合適的。
説起1833年,雷慕沙已經故去,其高足儒蓮繼承了老師在法蘭西學院的講席,
克拉普羅特本身也物故於兩年後的1835年。雷慕沙就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已

經20年,漢語課本《精選》的出版雖然失之稍晚,另一方面也可以説本書出版

時機的成熟需要這些時間。其間,學習者穩步増加,對漢語興趣的高漲及於整

個歐洲。
正如上引前言所述,《精選》是雷慕沙原來的學生莫里尼着手編撰的,出版

時經克拉普羅特的改編增訂後由以下的篇章組成:
一、《太上感應篇》
二、《文昌梓潼帝君陰隲文》
三、《真臘風土記》
四、《灰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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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字文》
六、《三字經》
綜觀全書可知幾乎均有雷慕沙與儒蓮的翻譯,容易推測該書原來是他們

在法蘭西學院的講義中用過的教本④。如此則可以説通過該《精選》能知道搖

籃時代的歐洲漢語教育所用課本的大體的傾向。那就是民間宗教(道教)、中
國人所寫的外國地志(旅行記)、戲曲小説之類,這些都長期成爲歐洲漢學興趣

的中心。

二、中國童蒙書的利用

在《精選》中加入《千字文》與《三字經》的是克拉普羅特,其後這些書作爲

歐洲漢語課本的好材料經常被采用。毋庸贅言,這兩種書與《百家姓》一起組

成所謂的“三百千”,在近世中國的童蒙書中占了首位。在這個意義上,將這些

書編入歐洲的初學漢語課本是極爲自然的。
而在澳門從事聖經翻譯工作的馬禮遜(RobertMorrison)於1912年出版

了《中國日課》(HoraeSinicae⑤)。這個小册子是《三字經》和《大學》等幾個漢

語教材的英譯本。其本來的主旨是將中國民間最廣爲閲讀的讀物介紹給歐洲

人,絶不帶有漢語學習者所用課本的性質。但從另一方面來説,其卷末附有石

印本的《大學》的漢文文本,看來多少是有可用作初學者課本的考慮。本書卷

首的前言⑥中提到四種童蒙課本(即“三百千”與《幼學詩》),指出其中《三字經》
是歐洲人學習漢語時最合適的教材。克拉普羅特在《精選》的前言中嚴厲批評

馬禮遜的《三字經》翻譯是“極不正確的”⑦,不過將《三字經》採入初學課本的想

法或許來自馬禮遜。
諾伊曼(CarlFriedrichNeumann,1793—1870)的《中國學堂》(Lehrsaal

desMittelreiches)在1836年出版於慕尼黑。總而言之,本書在《三字經》與《太
上老君說常清淨經》的漢文原文中加上德語譯文與注解,是明確地作爲漢語課

本進行編撰的。封面上標明“在德國最早出版、翻譯、解説”,顯然是因爲强烈

地意識到《三字經》已被選入《精選》的情況。
而《精選》前言的末尾,預告了儒蓮不久就要出版《千字文》與《三字經》的

新譯本,一旦實現必將成爲法蘭西學院學生的極其有用的參考書。儒蓮在

1832年授課時已經使用這兩種書了⑧。不過這些書的譯本很晚才真正地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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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千字文》是1864年,至於《三字經》則是1873年⑨。總之,可以説歐洲早

期的漢語課本常常選用《三字經》是一個突出的特徵。
諾伊曼自1830年8月20日至28日旅居新加坡,作爲當時教會學校的見

聞報導了在中國人女子的教室中教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1796—

1857)的《三字經》的情況⑩。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著眼於《三字經》的影響力,
將其用於基督教的宣傳。最早的嘗試就是麥都思的《三字經》,據説他使用“尚
德者”的筆名,1823年於巴逹維亞印刷了該書。諾伊曼在新加坡看到的一定是

這本書。麥氏尚有《訓女三字經》(1832,新加坡),後來的傳教士們亦有《聖教

三字經》(1870)、《眞理三字經》(1875)、《西學三字經》(1902)等,因與小文的主

題無關,此不具論。

三、學院式的學風與實用漢語的要求

雷慕沙開創的法國漢學具有濃厚的學院式色彩,其傳人儒蓮也是如此。
他們從來未履中土,也不具備漢語會話能力。涉及官話的時候,其教學也自然

以書本的講解爲主。雷慕沙的《漢文啓蒙》享有名著的盛譽,是來源於法蘭西

學院講義的著作,正如副題所説“古文即古典的文體與官話即中華帝國廣泛使

用的通用語言的一般原理”,文言與官話兩者都涉及。但不能不承認其官話同

活的語言相距甚遠。

1795年建校的位於巴黎的東方語言學校(Langues􀆳O),以東方的“活語

言”(languesvivantes)的教育爲目的。但最初的授課科目屈指可數,僅限於阿

拉伯語、土耳其語以及克里米亞的韃靼語,還有波斯語以及馬來語等,不包括

漢語。後來加上了阿拉伯語口語、亞美尼亞語、現代希臘語、印度斯坦語(烏爾

都語),漢語仍未成爲其對象。漢語直到1840年才由巴贊(AntoineBazin)開
始授課。然而由於教授們的反對依舊未能作爲正式的教學科目得到承認,亦
未獲准在毎年貼出的開講科目中列出漢語一項。1843年10月22日,漢語口

語(Chinoisvulgaire)的講席正式獲得認可,同時巴贊被任命爲其教授。以《趙
氏孤兒》等元曲的翻譯知名的巴贊是儒蓮的學生,他對漢語的態度與其師幾乎

沒有兩樣。他在Langues􀆳O用過的課本等現在沒有機會看到,從其《漢語口語

一般原理研究》Mémoiresurlesprincipesgénérauxduchinoisvulgaire(Par-
is,1845)以及《官話文法》Grammairemandarine(Paris,1856)來看,作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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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戲曲小説類的例句很多,可以推測是用這樣的課本進行授課的。
東方語言學校頑固地反對在授課科目中設立漢語課的理由是,一方面漢

語缺乏字母,文法也付諸闕如,因此學習上有難以克服的困難,另一方面即使

不辛辛苦苦地學習漢語,只要學會了已經具備大部分文獻的譯本的滿文就可

以了。實際上,早期的漢學者幾乎都在漢語之外還學習滿文。在法蘭西學院

雷慕沙的講座是“中國及韃靼滿洲的語言與文學”(Languesetlittératureschi-
noisesettartares-mandchoues),這雄辯地説明了當時的風潮。在歐洲,實際

上滿文的學習環境同漢語相比好得多。既有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所著

的語法書􀃊􀁉􀁓,錢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的辭書􀃊􀁉􀁔亦已出版。
然而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形勢的變化與隨之而來的中國和歐洲之間國際外

交的開始,不容分辯地迫使改革歐洲(尤其是法國的)這種保守的漢語教育。
經過幾次改訂條約,終於進逼到北京的歐洲外交使團面對的是,迄今爲止學習

的“官話”卻無濟於事的驚人的事實。於是,應當將北京的宮廷語言作爲新的

學習對象的議論,就以自然的趨勢出現在外交場上。眾所周知,將這種議論具

體化,從過去學習的南京官話率先改變航向而開始學習北京話的人是英國的

外交官威妥瑪(ThomasWade)。《語言自邇集》(1867)成爲其紀念碑式的作

品。《語言自邇集》的出臺,決定了英國、甚至歐洲各國漢語教育的方向,這樣

説也不爲過。

四、滿語文獻的效用

筆者過去提到,《語言自邇集》的“談論篇”取材於《清文指要》􀃊􀁉􀁕。在沒有北

京話參考書可以依據的情況下,威妥瑪利用的就是這種滿語文獻。該書可謂

在清廷統治下的北京編纂的滿漢會話手册,借著此書,漢人學習滿語,滿人學

習漢語。隨著時代的推移,不久以後忘記了滿語的滿人也確實借此學會父祖

的語言。該書的漢語反映了滿族旗人的語言,能否直接將其作爲北京話的教

材姑且不論,在實用性方面這種語言當已夠用。
威妥瑪的《自邇集》名聞遐邇,就其流傳之廣、影響力之大而言,其貢獻是

極大的。但從利用滿語文獻作爲北京話的教材這一點來説,同時代的歐洲也

有相同的事例。那就是儒蓮所編的會話課本《日常口頭話》(1863)􀃊􀁉􀁖。東方語

言學校的漢語教授巴贊去世之後,儒蓮於1863年至1871年在該校親自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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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講義。這本《日常口頭話》就是其教科書,實際上全面借用了長白人舞

格所編的學習滿語的書《清文啓蒙》的卷二“兼滿漢套語”的旁譯漢語部分。試

舉其開頭一例如下。《日常口頭話》僅有漢語部分,滿語是據《清文啓蒙》補
充的。

(漢)久矣聽見了兄長的大名譽,就只沒得會見尊面。
(滿)ageiambaalgin bedonjifigoidaha.damu wesihuncirabe

bahafiacahakū.
上文談到滿文文獻的存在成爲阻礙歐洲的漢語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但

現在,有趣的是竟出現了用滿文文獻作爲漢語口語的新教材的情形。可以看

作威妥瑪的《自邇集》“談論篇”稿本的《問答篇》,已於1860年在上海出版,儒
蓮受其影響並非全無可能。但《問答篇》印數有限,考慮到其作爲試用本的性

質,應該説沒有直接的影響。實際上可以認爲對滿文文獻也有很深造詣的儒

蓮,在時代需要北京話的教材時,獨自注意到《清文啓蒙》的“兼滿漢套語”。

小 結

在中國方面,歐洲擁有在華天主教傳教士這一强有力的信息來源,但兩地

之間的空間距離使其未能有效地得到利用。幾乎所有的傳教士由於領到“紅
票”而被規定必須終生留在中國,因而無法將長年在中國大地上培養而得的能

力與知識直接傳播給歐洲的學者。當然也存在個别的例外,雖有少數傳教士

獲准暫時回到歐洲,但他們也未能對歐洲學術界産生持久的影響。因此身在

歐洲要進行漢語研究的學者依靠的是從中國送來的傳教士的各種著作,他們

多數以寫本的形式持有傳教士的漢語語法書和辭書。在編於學者們身後的藏

書拍賣目録中可以看到許多的這種寫本。
天主教的中國傳教團,尤其是耶穌會定然擁有有效的漢語教學體系,其一

鱗半爪可從現在歐洲的圖書館、古文書館保存的材料中窺見其大概。但在中

國當地學習語言,與在周圍既無中國人也幾乎沒有中國書籍的歐洲進行學習

相比,其條件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將當地所用的教材直接給歐洲學生使用應

該並不那麼有效。19世紀中葉,出自天主教傳教士之手的這種教材以新面目

出現而被使用。史丹利(HenryStanley,1827—1903)於1854年在倫敦出版的

《四字文箋注》(ChineseManual),出自巴黎外方傳教會(Sociétédes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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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ngèresdeParis)的梁弘仁神父(ArtusdeLionne,1655—1713)之手,似乎

是小德金(Deguignefils)的舊藏􀃊􀁉􀁗。從“一字不通”開始,到“勸他學好”結束,約
有1500個四言短句,附有以法國式標注的官話音,更配以法語與英語的譯文。
據説是史丹利將原來的拉丁語部分換成英語譯文的。翻閲本書,可知其内容

也是饒有興味的,對過去旅居中國學習漢語的傳教士來説或許是有用的。但

從歐洲學生的角度來看,究竟難以將其説成有系統的教材,這是顯而易見的。
最重要的是,以這種形式出版150年前的東西的落伍行爲竟然若無其事地得

以實施,本身就讓我們强烈地感受到其時代性。當然《四字文箋注》的出版可

以説是編者史丹利的愛好,屬於一種例外。然而19世紀後期以降,中國對歐

美門戸開放,人們往來趨於頻繁,必然需要實用的漢語。在此之前,歐洲的漢

語學,在與現實的中國隔絶的地方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世界。産生於這個時代

的歐洲的各種漢語教材,需要留意相應的社會背景加以觀察。

書影(一):《漢文精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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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二):《漢文精選》中的《三字經》

書影(三):《中國日課》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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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四):《中國日課》附録之《大學》

書影(五):《中國學堂》封面

9搖籃時代的歐洲漢語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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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六):《日常口頭語》封面

書影(七):《日常口頭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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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八):《清文啓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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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釋

① 傅爾蒙的《中國官話》Linguaesinarummandarinicaehieroglyphicaegrammaticaduplex(Par-

is,1742)剽竊了道明會士萬濟國(FranciscoVaro)的《官話文法》Artedelalenguamandarina
(Canton,1703),具備比較系統的形式。因而尚有相當的影響力及於後世,雷慕沙亦用該語法

書開始漢語學習之事頗爲有名。但以此推測當時歐洲的漢語學水平是危險的。

② 據説實際上是依靠早期的亞洲學會的積極支持者拉斯特里伯爵(comtedeLasteyrie)提供的資

金而出版的。SociétéAsiatique,Lelivreducentenaire(1822—1922),Paris,1922,p.14.此

外,伯希和根據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校樣,認爲改編前的《精選》中應當尚有陽瑪諾(Emmanuel

Diazjunior)神父的《唐景教碑頌正詮》原文。參看高迪愛《中國書目》第5卷,第3917欄。

③ChinesischeChrestomathiederasiatischenGesellschaftinParis.DasAusland.1833,pp.403—

404.;Журналминистерстванародногопросвешения,1834,ч.III,сентябрь,c.536—537.

④ 雷慕沙每周用三節課講解漢語語法(文言及官話)與原文。H.Maspero,“Lachairedelangueet

littérature”,LeCollègedeFrance,livrejubilairecomposéàl’occasiondesonquatrièmecen-

tenaire(Paris,1932),p.357.

⑤ HoraeSinicae:TranslationsfromthepopularliteratureoftheChinese.London,1812,vi,

71p.,1plate.基督教似有將每天定時修行時所用的祈禱書《日課》稱爲Horae(時間)的情形,馬

禮遜的這個書名當是根據這種傳統。

⑥ 沒有署名,特意使用不同於馬禮遜的表達方式,恐怕仍出於馬禮遜本人之手。

⑦ 馬禮遜的《三字經》英譯本於1817年再次收入蒙突奇(AntonioMontucci)的《二帙字典西譯比

較》ParallelbetweenthetwointendedChineseDictionaries(1917,London[Berlin]),克拉普羅

特也認爲其“完全不值得再次收録”而不屑一顧。

⑧ H.Maspero前揭文,360頁。

⑨StanislasJulien,LeLivredesmillemots,Thsien-tseu-wen,Paris,BenjaminDuprat,1864.;

ibid.,San-tseu-king,leLivredephrasesdetroismots,Geneve,H.Georg,1873.

⑩ 《中國學堂》8頁。

􀃊􀁉􀁓Elementalinguaetartaricae,publiédansleRecueildevoyagesdeThévenot(1696);adaptation

françaiseparAmiotinséréedanslesMémoiresconcernantlesChinois(1787).

􀃊􀁉􀁔 Amiot,DictionnaireTartare-Mantchoufrançois,Paris,1789—1790.

􀃊􀁉􀁕 拙文《威妥瑪與北京話的勝利》《“西洋近代與中國”學術研討會》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年,

127—142頁.

􀃊􀁉􀁖Ji-tch’ang-k’eou-t’eou-hoa.Dialogueschinoisàl’usagedel’écolespécialedeslanguesorien-

talesvivantes.1repartie?:textechinois.1863,Paris,LibrairieorientaledeBenjaminDuprat.

􀃊􀁉􀁗 據高迪愛《中國書目》第2卷,第1687欄。史丹利的序文認爲該書是耶穌會士的作品,當是某種

誤解。又據該序文,扉頁中的“四字文箋注”的漢字出於克拉普羅特之手,而Recueildephrases

chinoises,composéesdequatrecaractères,etdontlesexplicationssontrangéesdansl’ordre

alphabétiquefrancais的法語標題是托努里爾(JulesThonnelier)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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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石槨和石棺床
山本 忠尚*

前 言

在唐的制度裏,墓室和葬具使用石頭即石室、石槨、石棺和施綵繪、雕刻基

本上是被禁止的。《通典》卷八十六凶禮裏有,“大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爲棺槨

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確實,唐代的石棺很少,被稱

爲石棺的東西大部分是棺狀的石制舍利容器。比如藤井有鄰館館藏品是身長

54.5cm[有鄰館1975],泉屋博古館館藏品是42.4cm,後者有“南柏林弘願和尚

身槨”題記[博古館2002],裏邊卻是金銅制的爲了收納用的舍利容器。在河北

省張家口市宣化區發掘的《唐代石棺墓》的石棺也屬於同一類型[張家口

2003]。還有興盛於北朝的圍屏石榻還沒到唐初就消失了[山本2006]。但是,
石槨和石棺床作爲葬禮用品相當的數量是被太子、公主以及到正二品的皇室

顯貴、功臣們所采用。很多石槨、石棺床有雕刻,還有一少部分被認爲是綵繪。
這些應該是有什麼理由的。采用了石槨以及石棺床的墓分别收集到19例、17
例,現將它們的特性總結到表上,可以説明一些什麼問題呢? 下面探討一下。

隋代的時候石棺尚還存在。死於開皇二年(582)的李和墓(陝西省三原

縣)的石棺,底部長2.35m、前面通高1.16m、後面通高0.99m,尺寸大小完全可

以容納一個成年人[陝西1966]。另外,大業四年(608),9歲就夭折的李靜訓

墓(陝西省西安市)的石棺是模仿了殿堂而構成,形狀接近唐代的石槨,長1.
92m、高1.22m屬於小型的,周圍是用石板構成的外護設施圍起來的[唐1959、

* YAMAMOTOTadanao 天理大學文學部教授



考古研1980]。這也應該看作是石棺。
石槨在中國有時和石室被並稱爲石棺。確實,這種葬具裏面沒有木棺的

痕跡。遺骸直接放置在槨內的座板上的可能性很高。因此,也許應該看作和

李靜訓墓的情況一樣的大型石棺。然而,就像《太原隋代虞弘墓》裏指出的那

樣,棺是打開蓋放入遺骸之後將之封閉式的。槨有門,是從門上進出式的(第
圖1上)。內部有基座,基座上放遺骸。還是叫石槨比較妥當吧嗎 [山西

2005]。還有,在西安市發現的史君墓的發掘簡報上稱出土漢文題記有:“大周

□州□保史君石堂”,這裏稱“石堂”[西安2005]。這一例是北周之物。
另外,所謂的石棺床是墓室地面的一部分鋪有切開的石板而高出一個臺

階,外周緣部立有周緣石板,形成一個可放置棺的長方形臺子(圖1下)。有時

候是用磚砌成的,這裏不包括在內。

圖1 石槨和石棺床
上:李憲墓,下:節愍太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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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槨墓被葬者的身份

在19例石槨裏,雖然判明大小的不過12例,但是它們之間沒有太大差

别。假如除去被葬者不明的藥王山YM1,和其他相比較小的只有韋泂墓和

楊會墓。韋泂墓的葬具長2.6m,呈廡殿頂(寄棟造)殿宇式,外壁有線刻畫,
可以看作是石槨。楊會墓的葬具長2.5m,呈房屋型,屋頂是歇山頂(入母屋

造),外壁裝飾有雕刻和綵繪組合。雖然是這樣,簡報還是稱其爲“石棺”[郭

1995]。確實,長只有2.50m。尚不清楚在陝西省西北部的一個叫陝西省靖

邊縣的地方修建了此墓的理由。但是,在後來的研究中認爲這是石槨[呼、
尹2006]。在耀縣藥王山被發現的 YM1墓的葬具也類似於這個。長2.
68m,頂部呈廡殿頂,沒有門。因爲頂部是加蓋式的,也許只有這一例應該看

作是石棺。
關於用石槨作葬具的墓主人,以《唐金鄉縣主墓》的9例爲基礎,下面分類

進行了一些分析和考察 [西安2002]。
第1類是關於死後的特殊待遇。
李重潤、李仙蕙是中宗韋后的長子、七女,由於得罪武則天,而死於非命

(701年)。705年武則天去世,隨著中宗的復位,被追封爲太子、公主號(懿德

太子、永泰公主),厚禮改葬。使用雙室磚墓和石槨,而且把墓改稱爲陵(“號墓

爲陵”;圖2—1)。高宗武則天的次子李賢的情況就多少有所不同。追封太子

號(章懷太子)和采用雙室石槨都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雍墓不稱陵”(圖2—

2)。韋洵、韋泂是太宗的貴妃韋圭的弟弟,和妹妹韋城縣主、衛南縣主一起被

流放湖北省,後來被殺。由於韋后的復權,後來被遷葬京城,列封爲王。
第2類是關於生前的功績。
鄭仁泰是李世民的親兵頭目,兩唐書中沒有他的傳記。在起兵太原和玄

武門事變時立下戰功。是確立唐王朝以及太宗的權利的功臣。死後陪葬昭陵

(圖2—4)。楊思勗是宦官,很受玄宗的恩寵,死時87歲。生前握有兵權,生性

“殘忍好殺”,在平韋后之亂時有功。鄭仁泰和楊思勗合稱楊會。雖然和皇室

沒有任何關係,但是,擁有石槨的這些人都是位居上柱國“正二品”官職。這些

是勳官。李壽的情況是破格待遇,年代上也比較早。位居淮安靖王上柱國;
“詔贈司空”後來陪葬永康陵(圖2—3)。這裏牽涉到一個石槨被初次使用,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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